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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生死決策的西方思想困境 

與儒家軟實力 
 

范瑞平1 

 

生死決策是人生最重要的決策，也是生命倫理學中最艱難的決

策。本期的六篇論文，除了最後一篇論述長期照護的政策之外，其

餘各篇均探討生死決策問題，特別是有關墮胎、臨終關懷以及自殺

方面的決策問題。綜合看來，這些論文表達了兩方面的思想。一方

面是，西方主流生命倫理學在生死決策方面陷入了困境，難以自拔；

另一方面是，儒家傳統在生死決策方面具有豐富的資源，構成了不

同於西方主流思想的軟實力，值得我們認真探索。本前言將依據各

篇論文，概述這兩方面的思想，供讀者參考。 
 

西方主流思想的困境之一：理性主義的無能為力 
 

本期的首篇論文——李翰林闡釋墮胎（及動物權利）問題無法解

決的因由——清晰地揭示了理性主義這西方主流思想的困境。在李

氏看來，丟開某些極端的宗教信仰不談，人們的一般理性認為，一

條精子與一顆卵子所形成的受精卵還不是一個成人意義上的完整的

人，也不具有與成人一樣的全部內在價值。受精卵只是一個潛人

點——潛在人的形成之點，而不是一個成人點——完整人的形成之

點。當然，成人點可因具體觀點不同而不同，如三個月、六個月、

出生後等等。但在潛人點與成人點之間，總是存有一個灰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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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成人點越近，人的程度就越大，其內在價值也就越高。這同積沙

成堆的情況是一樣的，我們的理性確信有兩極存在：一極是，沙粒

數目若在此或以下，一定不會成堆；另一極是，沙粒數目若在此或

以上，沙堆一定存在。但在兩極之間，我們只能說，隨著沙粒不斷

累積，沙粒成堆的程度不斷增加。 

墮胎問題處於這類灰色地帶，因而是無法理性地解決的。原因

在於，我們沒有共同的尺度去比較胎兒的生命價值與母親的自由追

求孰輕孰重。換句話說，因為變項太多，理性無能為力。正如李翰

林指出，在數學上，只有一個變項的方程式（例如，x+2=6）是可以

解決的，但有兩個變項的方程式（例如，x+2y=10）則是不能解決的。

在道德問題上，兩個具有不同成人度（其內在價值也不同）的個體，

要是提出同樣重要的訴求，問題是能夠解決的。兩個成人度相同（即

內在價值也相同）的個體，要是提出的訴求有輕重之分，問題也是能

夠解決的。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其中的一個變項其實是共項，可

以不去考慮。但兩個具有不同成人度（即內在價值也不同）的個體，

提出的訴求又有輕重之分──即內在價值較高的個體提出一個較次

要的訴求，而內在價值較低的個體提出一個較重要的訴求──這個

問題就是不能解決的。而這正是墮胎問題的難處所在，因為我們不

知道如何衡量以下兩者輕重優劣：1. 內在價值較高的母親的較次要

訴求（如追求自由）；2. 內在價值較低的胎兒的較重要訴求（即維護

其生命）。 

在李翰林看來，理性之所以在這裏無能為力，並不是因為我們

尚未找到一種十全十美的道德計演算法。相反，我們有千萬個理由

質疑這種計演算法的存在，就像我們有千萬個理由質疑一條含有兩

個變項的方程式可以解決一樣。這就是說，理性可以明白無誤地向

我們顯示墮胎問題的難處所在，卻不可能指明解決的出路何在。這

對於西方主流思想中的理性主義——即完全依賴理性來解決道德問

題——不啻是當頭一棒。理性主義本身陷入了無能為力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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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思想的困境之二：個體權利的陷阱 
 

眾所周知，在墮胎議題上，美國社會被撕裂為兩大派：維護生

命派 (pro-life) 與維護選擇派 (pro-choice)。 兩派壁壘分明，各自趨向

一個極端：前者認為墮胎是天大的壞事，後者則認為不過是個人行

使自由範圍內的私事。究其原因，在余錦波看來，是由於大部分美

國人傾向於只從權利角度看待墮胎問題，令到爭論雙方偏離常理，

甚至不能自圓其說。表面上看，雙方好像背道而馳，實則具有共同

的理論基礎及類似的思考模式，因為雙方都把問題看成是兩個個體

之間的權利衝突。只不過一方認為胎兒是人，有生存的權利；另一

方則認為胎兒不是人，沒有人的權利，或縱使是人，其權利也小於

孕婦對於自己身體的自主權利——孕婦沒有義務讓胎兒在其子宮內

佔住九個多月。 

根據這兩派針鋒相對、互不相讓的權利觀點，要是能夠找到一

個辦法，對雙方的權利都能尊重，沒有任何侵犯甚至妥協，那似乎

將是最好的安排。將孕婦與胎兒分開，豈不就是這樣一種安排嗎？

余錦波提到，赫胥黎 (Aldous Huxley) 的小說《美麗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1932) 描述的正是這樣一個未來安排：胎兒不由母親孕

育，而是由政府統籌培育，在玻璃箱中生長。然而，小說中展示這

一震撼人心的、非人性化的社會關係的一幕，正是作者設計出來用

以引起讀者的反感。顯然，儘管將孕婦與胎兒分開似乎可以達到不

違反雙方權利的結果，卻不是人們在情感上、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安

排。這就提示，單憑權利的觀點不能令我們更妥善地解決倫理問題。

尊重個體權利聽起來很好，但卻包含著一個陷阱。 
 

西方主流思想的困境之三：母胎分割的死胡同 
 

西方主流思想的困境不僅限於維護生命的保守派（反對任何墮

胎）與維護選擇的自由派（支持婦女的任何墮胎選擇），而且涉及兩

者之間的折中派。李瑞全覺察到，西方折中派承認胎兒的道德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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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漸進的，從最初近乎與人類細胞無異的受精卵，發展而為早期胚

胎，再為具備人之雛型和漸有感受能力之胎兒，以至成為可離母體

而生存的晚期胎兒。在折中派看來，早期乃至中期懷孕的墮胎抉擇

是可以得到辯護的，但在二十六周後胎兒可以離開母體而生存，因

而應當具備充分的生命權，所以只可以引產，不可以墮胎。表面上

看，折中派似乎較前兩者更能符合人們對墮胎的一般道德判斷，也

反映了當今西方社會之倫理與法律所採行的務實態度。然而，李瑞

全認識到，折中派、保守派和自由派三者在一個關鍵的出發點上是

一致的：這三種觀點都認為孕母與胎兒之間是一種相互獨立的個體

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但在李瑞全看來，母胎各為獨立不相干的

公民式關係是西方現代社會之個人主義的假設，實不能準確反映母

胎之關係，由此而得出的推論結果不免會有缺失、謬誤。這是西方

學界之盲點，使得其在墮胎選擇問題上走入了母胎分割的死胡同。 

相比較而言，儒家傳統不存在西方主流思想所面對的這些困

境。儒家重視理性，但也重視情感、禮儀、境遇等其他因素。此外，

傳統儒家不講個體權利，當代儒家當然可以吸納個體權利，但必須

要建立在美德的基礎之上，以致不會墮入個體權利的陷阱。而且，

儒家最看重人際關係、人倫綱常，從沒走進母胎分割的死胡同。因

而，儒家傳統道德是否存在其他問題，另當別論，但它不存在西方

思想在生死決策方面的困境，則是彰彰明甚的。下面以本期各篇論

文為依據，總結一下儒家生命倫理所具備的一些軟實力。 
 

儒家軟實力之一： 

平衡調節——在人性、人情、人道中體現生命價值 
 

在余錦波看來，儒家倫理觀與西方立足於個人權利的道德觀具

有重大差別。在墮胎問題上，儒家觀點有助於求取一個比較合理及

持平的結論。簡單地說，儒家肯定生命之價值，不會贊成個人基於

一時好惡而選擇墮胎。 例如          《孝經˙聖治》    說：“天地之性，人為貴。”

《書經˙泰誓上》說：“惟人萬物之靈。”《易經˙擊辭下》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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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大德曰生。”另一方面，在儒家倫理觀中，除了人的生命有價值

之外，尚有其他重要的價值，要求人們認真關注。也就是說，只能

在其他相當重要的價值受到威脅時，才可以選擇墮胎，所以一時的

困難並不構成充分的墮胎理由，但人格的尊嚴（例如義不受辱）及對

家族的責任則有可能構成良好的理由。特別是，余錦波認為儒家的

道德觀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那就是要以人性為基礎——道德要合

乎人性、人情、人道，才算是正當、合理、適合人類使用的道德。

這就是說，道德要順著人性、人情、人道去建構、去推行、去弘揚，

從而在人性、人情、人道中體現生命價值，而不是過分強調個體生

命的絕對權利。余錦波特別提到當年蘇東坡如何成立“育兒會”來協

助解決殺嬰問題的例子。 
 

儒家軟實力之二：相依相從——緊密相連的親子關係 
 

儒家道德強調緊密相連、相互依賴的家人關係、親子關係。李

瑞全將孕母胎兒關係表徵為一種“非一非二”之內在關係，不能以權

利分析的方法來解決雙方之衝突。他們不是“一”，因為胎兒畢竟有

自己的生命；但他們也不是“二”，因為胎兒的生命依賴於孕母的生

命與決策而存在。李瑞全論證，在儒家的觀點中，母胎關係是一種

親密的內在關係，是天倫。家庭關係是個人人格同一性不可或缺的

成分，並且決定人們相互對待的道德行為規範和原則。在儒家看來，

把父母子女視如一種各自獨立不相干的個體，只具有一般人與人之

間的權利與義務，乃是十分“缺德”的事情。換言之，儒家在家庭

成員之間所採取的是一種內在關係，彼此像一人一身般有互相照護

的義務，而不強調相互間的權利。對外部而言，儒家可以吸收西方

之自律權利為家庭共同行使之自律，或稱之為“家庭自律”或“倫理

關係自律”。李瑞全認為這是儒家回應涉及個人的諸多倫理爭議時的

一個論據。特別是，孕母與胎兒的關係並不因為胎兒不像嬰兒或小

孩般可以對母親有關懷的互動表現而有所差別。孕母也不需要胎兒

有什麼反應才決定自己的義務何在。孕母自然對胎兒有一定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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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諸如為了胎兒而採用比較健康的生活方式、注意營養與休息、

以至進行胎教等等，為胎兒未來的健康和幸福履行各種仁愛和不傷

害的義務。這純然是一種義務履行，而非相對的權利義務考量。李

瑞全強調，在墮胎的爭議中，主要的關鍵是上述這種內在關係能否

被解除。他進而依儒家之家庭關係、親子關係之取向，說明在不同

的懷孕情況下，孕母所具有的墮胎的理據和合理的解決方式。 
 

儒家軟實力之三： 

和諧主義——相關人士共同協商，適當妥協，達成一致 
 

儒家文化講求和諧，在生死決策上不強調個人獨立自主，而是

推崇相關人士共同協商，適當妥協，達成一致。這一儒家軟實力，

明顯體現在陳浩文所論證的臨終關懷決策問題的倫理考慮之中。陳

浩文指出，關於臨終關懷決策，現今社會共有四種不同的決策模式。

第一種是醫護家長主義，即由醫護人員以其專業知識為病人作出最

終決策。第二種是個人主義，即病人於失去決定能力之前立下預設

指示，以表明其意願。第三種是家庭主義，即決策問題並非只涉及

病人自身，而是關係到整個家庭，故最終決策應由家人作出。最後

一種是共同決定，即最終決策應由三方面共同作出——家人及醫護

人員考慮病人本身意願、共同協商而出醫療決定。陳浩文認為，共

同決定模式十分符合儒家文化，即中國的主流文化。香港作為一個

華人社會，應當施行這一模式。顯然，在臨終關懷決策問題上，病

人、家人和醫護都是密切相關者。按儒家思想，個人永遠被視為家

庭的一份子，不是一個獨立個體，臨終關懷的決定應當是一個集體

決定。雖然如此，這個決定亦要考慮病人的意願，病人應有份參與

決定。儒家亦講求孝的觀念，在父母臨終時，子女自當有責任參與

決策，聽取醫護人員的專業意見，儘可能尊重父母的意願，並按其

最佳利益作出決定。也就是說，家屬、醫護人員和病人應當努力尋

求共識，體現和諧的價值，這樣才有助於作出適當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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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軟實力之四： 

守經達權——既能堅持原則又能適時變通 
 

儒家傳統持有複雜的生死觀：它一方面提倡愛惜生命、身體，

《孝經˙開宗明義》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否則可謂不

孝之舉；另一方面，它也推崇在特殊情況下“殺身成仁”、“捨身取

義”（包括採取自殺的做法）。張穎的論文以《後漢書˙列女傳》為例，

探討女性在節死問題上的道德取向及對自殺行為的道德詮釋，把儒

家生死觀的複雜性揭示無遺。孔孟在生死問題上顯然堅持仁義第

一，生命第二。孔子於《論語˙衛靈公》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

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告子上》曰：“生，亦我所欲也；義，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反映在個人的社會

生活上，儒家重視名節、氣節、貞節。“士可殺不可辱”、“寧死不

屈”、“視死如歸”、“留取丹心照汗青”，都是人們耳熟能祥的儒家

道德理想主義的名句。在婦女生活方面，儒家更是號召保持名節，“越

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列女傳˙宋恭伯姬》） 

問題在於，何為儒家的名節？何為保持名節的適當禮儀？這些

禮儀是否不可權變？張穎利用《列女傳》的具體事例對這些問題作了

富有啟發性的分析。她認為，《列女傳》中的一些節死故事並不符合

儒家的倫理價值觀。例如，絕對堅守“從一而終”、反對寡婦再嫁的

思想，不但不是真正的名節，反而有失儒家尊重生命的大傳統，事

實上完全背離了儒家對“名節”含義的原有詮釋。其次，為了高揚名

節而採用極端手段（如《魯秋潔婦》），貌似高尚，實則過猶不及，甚

或害人害己，明顯是對手段、禮儀的錯選。最後，死守禮儀，以為

守義（如《宋恭伯姬》），實則墨守成規，不知權變，忘記了孔子“勿

意、勿必、勿固、勿我”的諄諄教誨。實際上，儒家倫理的一個根本

精神是守經達權——既能堅持原則又能適時變通。經是儒家的正

道、原則；權即權宜、變通。張穎的論文對於我們理解儒家守經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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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軟實力以及在新時代重塑儒家的一個正當的婦女倫理觀，提供

了有益的啟發。 
 

儒家軟實力之五： 

各盡其性分——人人皆能獲得公平的性分發展機會 
 

本期的最後一篇論文是李素楨探討台灣長期照護政策的性別正

義問題與出路。在她看來，本質的問題在於我們應當遵循儒家的“各

盡其性分”原則。性分意指每個人或物所稟賦的特質。就人類而言，

性分包含兩方面，一面是人的道德稟賦能力，另一面是個別特殊的

才性知能。儒家認為人類之道德源頭在於“仁心”之不安不忍，但並

非僅給出道德的義理性說明，而是著重於道德的實踐，故仁心之抒

發必朝向指導人們現實生活中合宜的道德實踐。這就是說，“仁心”

的義理與實踐乃一體相即，“仁義並建”，具有“道德規範的圓融

性”。因而，社會必須依據仁心、遵循“各盡其性分”原則，對每一

個人的照護之性分要求進行公平的道德考量。李素楨認為，因各盡

其性分之道德原則必然要求保障照護者之性分得以公平的發展，故

實可涵納女性主義對於性別正義的要求。就長期照護的政策制定與

資源分配而言，依照“各盡其性分”原則，家庭成員應當不論性別，

共同面對“需求照護者”的性分發展權益與其照護需求的勞務/服務

內容，就各個家庭成員的性分能力與發展需求之實況作一公平的考

量，共同決議如何承擔照護責任。不論何種性別，若是自主願意承

擔，即無違反性別正義之問題；若無一致結論，則應由家庭成員輪

流分擔照護責任，即提供一定程度的居家連續性照顧。重要的是，在

“各盡其性分”原則的要求下，無人可強迫任一性別“必須全然承擔

照護之責”。總之，李素楨強調，儒家的各盡其性分原則要求公平充

盡每一個體之性分的擴充與發展，體現孔孟之不忍人之心、由親而

疏的道德實踐進路，實可見出不惟相應且更勝於女性主義之要求。 




